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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诗歌艺术风格比较

姜东  姜珊

长春市第八十七中学

中唐历史上，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政治生涯具有高度相似性，他

们一同参加王叔文变革运动，意气风发之时却遭小人排挤，从此被

贬远方。柳宗元先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被贬为柳州刺史；而刘禹锡

则先做朗州司马，后又做连州刺史。同样的远离中心地带，报国的

雄心壮志如石沉大海，难以再一展雄才，柳宗元更是客死柳州，今

生再未得机会重返长安，而刘禹锡再登长安时，也是物是人非，风

物不同……

在中唐时期，有两大文学流派，一个是以“韩孟”（即韩愈与孟

郊）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在诗歌上主张奇崛险怪；另一个是以“元

白”（即元稹与白居易）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主张诗歌语言浅近、贴

近生活。柳宗元与刘禹锡却以其个性化诗歌艺术特色，游离于两大

文学流派之外，自成风格，显示出其出人的文学素养与独到的创新

能力。从春风得意的政治巅峰，一下被贬至荒无人烟的边远之地，

昔日盛聚在长安天子脚下的文人团体如今也已是七零八落。前后

二十余年的贬谪经历，促成了刘柳二人诗歌风格的转型与成熟，柳

宗元的诗歌显露出清峻冷峭的艺术风格，而刘禹锡的诗歌则生发出

清丽沉雄的艺术气质。本文拟从地方接受和个性表达角度比较柳宗

元和刘禹锡的诗歌艺术风格。

一、柳宗元清峻冷峭

在贬谪时期，柳宗元的情感经历了忧伤到绝望的转折，其诗歌

发展也因此具有从永州到柳州的地方跨越性，由清丽转向奇峻。在

永州阶段，子厚诗歌多以五言古诗为主，气势凝练古穆，风景清秀

奇丽，其传颂千古的名篇《江雪》就是在此期间写作而成的。对地

方山水的接受，大体程度上，处于物用的阶段，把自然山水作为自

我排解抑郁情绪的工具。

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诗歌对于风景的描摹，多以骀荡起伏的笔

法，在物象的前后突转上渗透诗人身心所遭受的巨大落差，不难发现，

诗人即使描写宏大庞伟的高山远水，也是以其浩大的声势自壮其威，

在这种强大的震撼力消殆之后，诗人的心绪也即刻被围拢而来的凄

清幽静所包围，笔触所及，也尽是清幽之景、忧愁之情。此时期的

作品，诗人多用清冷幽静的语汇去描摹山水，如“寒”、“凄”、“幽”，

以表达诗人深沉的失落与内心的孤独。

例如此期间的《南涧中题》：“秋气集南涧，独有亭午时。回风

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

藻舞沦漪。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诗人对于“秋

气”、“林影”、“羁禽”、“寒藻”的运用是十分娴熟而自然的，因为

这些散发着寒气的凄然物象符合被贬官至此的柳宗元的内心真实情

感。一句“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直抒胸臆，将情感推至高峰，

解释了前八句独孤徘徊的直接内心缘由，既是承接前情，也是复唱

悲声，凝寒中的悲情从景物中跳脱出来，直观地击打在读者内心。

后两句“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在迷失自我的境遇中消解自我

孤独，没有选择承接前两句的情感直接外向宣泄，而是选择将隐含

的情感继续内化，使得诗人的主观悲情在含而不尽吐的连续循环过

程中重复累积，将情感推向厚重的层面，这也是柳子厚的诗歌具有

内生化悲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柳宗元在永州的诗歌，还是通过借助自然风光抒发自我

悲情，把自然作为消解孤独的一种解脱方式，当他再次被贬至柳州

时，此刻的诗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已不复当年的意气

风发，面对再次的迁谪，诗人将自己沉郁多年的悲情向外蔓延开来，

使得他身边周遭的一切自然山水皆着悲色，在世人的主观世界里扭

曲变形，不仅尽失原本的清新秀丽，甚至变得奇崛阴森。如他在初

到柳州所作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便开这一特殊

时期的艺术风格的先声：“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

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其中“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

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历来为人所称道，

在罗小芳的《图形 - 背景分离视域下的柳宗元诗歌意境分析》一文

中讲道：“颔联、颈联中出现的‘芙蓉水’、‘薜荔墙’、‘岭树’、‘江

流’等，便是浮凸于茫茫苍苍、并无具象的背景之上的图形，二者

不以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图形与背景就构成了拓扑空间关系。”此时

的山水，是诗人本身生命主体意识的外化表现物，诗人的价值长期

处于被埋没的阶段，也因此，不得不借助于自然景物的本体化转移

来变相抒发己志，吟咏悲声。

二、刘禹锡清丽沉雄

与知己好友柳宗元不同，刘禹锡在把自己这段贬谪生涯反映到

诗歌创作中，显现出了乐天豪雄的气概，具有巍峨挺拔的丈夫气质，

虽不似李白一般将情感洪流一口气喷涌而出，但却自有胸襟气度，

如高山般峨峨不倒。可以说，从情感气度上，刘禹锡的这种自我派

遣同时又不堕志向的超品高格，无疑在精神魅力以及推广意义上，

要明显胜于柳宗元。

刘梦得的诗歌清丽沉雄，主要表现在他对当地民歌等艺术形式

的继承以及他个人情感志趣的高拔。对于当地地方风土人情和民俗

民事，刘禹锡选择敞开胸怀去全面了解，在去芜存菁的基础上，他

对连州、朗州这几处他贬谪所居之地的风俗加以吸收，并在诗歌中

加以运用。刘禹锡的诗歌以五言古体和近体格律诗为主，在前后两

个贬谪地，主体情感并没有过度强烈的变化，既不陷于绝望境地，

也不一味地强抒己志。在抒写抱负胸怀或悲愤之情时，诗人多进行

沉俊而深刻的抒怀咏志，而这种抒怀不只停留在厚度，即在内容上

与前人又有所不同。

诗人的诗歌具有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

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到：“陌生化的实质在于不断

更新人们对人生、事物和世界的陈旧感觉，采用创造性的独特方式，

使人们面对熟视无睹的事物也能有新的发现。”要想将陌生化运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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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心应手，首先就要做到中心情境边缘化或边缘情境中心化。试看

刘禹锡历来为人所重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诗情到碧霄。”宋玉在《九辩》中点明：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连宋代著名散文家欧阳修也在《秋声赋》中写

下：“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

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

呼号愤发。”而刘禹锡却一改历来悲秋的传统文化基调，赋予秋天以

极强的生命力量，一如作者本人身处百物凋零的迁谪之处，无人相问，

无人相忆，但自有一股顽强而蓬勃的生命意志在以特出的形式彰显

着，这种豪迈气概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潇洒磊落的丈夫气节，这也是

屡见于梦得诗作中的沉雄之气，也正是因此，白居易曾感叹：“彭城

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这种陌生化的艺术魅力，

同样也体现在刘禹锡的怀古诗、哲理诗中，如《西塞山怀古》、《乌

衣巷》、《蜀先帝庙》、《石头城》等等。

在刘禹锡的民歌乐府诗歌中，则更多的体现了与连州、朗州等

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交相融合。诗人曾有多篇组诗，其中以《竹枝

词》、《浪淘沙》等诗歌最为成功，其中《竹枝词》的艺术手法和声

律运用，更是开词令之先河，为后世词这一类问题的问世，提供了

宝贵的探索经验和创作资源。这里举其一首《竹枝词》：“白帝城头

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这

首诗前两句严格按照格律诗的声律平仄，因而显得典雅含蕴，而后

两句却突然打破格律限制，使用民歌的吟唱节奏，以“南人”、“北

人”一个唱一个听的画面剪切模式，既体现了当地人民歌以抒情的

有趣交流方式，更是借此道出了对故乡旧人的深切思念。前后四句，

风格在大同中又各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四幅画面连续转换，同构

成整首诗歌的流动美感。苏轼曾对这首诗予以极高评价，说：“此奔

轶绝尘，不可追也。”

三、刘柳艺术风格比较

从地方接受角度去看待柳宗元与刘禹锡这一对中唐时期文坛上

的双子星座，柳宗元是“得其景，忘其体，化其情”，而刘禹锡则是

“景、体、情皆备”。柳宗元在永州、柳州时期曾写下数量可观的山

水游记或山水诗歌，在这类诗歌中，诗人化情于物，在山水中救赎

自我，或将自我中心情感附着在自然景色中，总而言之，永州和柳

州的自然风光，因为柳宗元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深沉情感的注入而

得以生发灵气，开始进入长安一带的诗人写作群体的审美视角。也

因此，柳宗元被视为继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之后的与韦

应物齐名的中兴山水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后代的研究中，也多将王、

孟、柳、韦对比研究，且大多数学者认为，柳宗元诗歌的艺术成就

要略高于韦应物。但柳宗元的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对于贬谪地区的一

些民俗化的形式理论借鉴得不是很明显，其风格的突变，很大程度

上是以情感为驱动力，基于诗人自身情感的自然郁积或有意寻找消

解孤独的替代品，消解自我的同时构筑自我。

而与柳宗元对比，刘禹锡在文学成就的广度上未必可及，毕竟

柳宗元是与韩愈同列在“唐宋散文八大家”的杰出散文家，而刘禹

锡在文章的成绩上，或是不可与子厚争锋。但就其诗歌而论，梦得

诗歌以其雄健而深邃的笔力，宽广而真实的情感维度在后世读者中

占据了很高的地位。明代杨慎极为推崇刘禹锡，曾说：“元和以后，

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

不下百首矣。”在贬谪时期，刘禹锡在诗歌的发展与成长上，有效融

合了当地的自然、传说、习俗、历史等多元化基础，以隐形的诗性

气度作支撑，通达百家，将咏史怀古、歌吟抒怀、民歌应用等多种

形式，更由于他喜爱运用民歌乐府诗体，在格律上的限制就更加弱化，

手法的应用也就更加多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了双向繁荣。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刘柳二人艺术风格，此处选用二人第二次被

贬之时，即将分别之际的互相赠答之作，柳宗元的《衡阳与梦得分

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波故道风烟在，翁

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

别，垂泪行行便濯缨。”与刘禹锡的《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

别》：“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

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

相望长吟有所思。”这两首诗作是本次赠答中的第一个轮回，之后刘

柳二人更是相互赠答两首，从这开头诗作中，我们便可看出这对难

兄难弟在同样遭受贬谪后，精神状态却有所差异，对于客观事物的

抒发以及诗歌的写作方式也就同样出现有所区别，有所不同。

柳宗元的诗歌中，洋溢着浓重的悲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已是

憔悴不堪，近乎形容枯槁，诗中以“憔悴”、“垂泪”、“遗墟”、“故

道”等具有先入为主的悲观情绪的词来侧面增强了文字间的悲苦之

情，连用了“付波”和“翁仲”两个典故，增强物是人非的沧桑荒凉，

颈联更是直叙时事，直接写出二人身世飘零的原因，满腹怨愤之情，

溢于言表。而反观刘禹锡诗歌，在同样遭受不平待遇后，诗人也一

样怀着满腹忧愁与愤懑，无处排解，因此诗歌中也出现了“回雁”、

“断猿”等凄凉意象，增强再遭不公后的满腔幽情。但梦得与子厚

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完全地使自我陷于绝望，作为具有古代朴素

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刘禹锡更懂得如何去转化和派遣心中抑郁，

这也是其诗歌具有长久以来的沉雄之气的理论原因和思想原因。同

样面对挫折时，他能够冲破枷锁性的束缚，在精神维度上寻求自我

价值的寻觅，这是柳宗元所不能够企及的。在颔联中，为酬答柳宗

元而也用了“黄丞相”、“柳士师”两个典故，但同是典故，却足见

诗人气度胸襟差异。刘禹锡使用的是两个饱受磨难最后却终成大业

的两位名士，意欲以此来劝慰友人重拾信心，保存高远志向。可见，

刘禹锡除了有一份大丈夫的旷达胸襟外，对于友人的关切和友谊的

重视也同样令人动容，足可谓诗人中的性情中人。

纵观柳宗元与刘禹锡的诗歌发展与个人经历，其各有特点而有

具有共性，笔者在此也无意作出孰优孰劣的一言判定。诗歌是个性

化的精神气质产物，二人之所以能在贬谪时期取得文学史性的成绩，

并且分别以独立且不可被复制的诗性气质和诗歌风骨，区别于当代

的韩愈、孟郊、白居易、元稹四位文学家、两大流派，自成体制，

自成风格，不得不说是受益于贬谪时期的深度思考。无论是柳宗元

的体悟山水，在自然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肯定与升华；还是刘禹锡的

旷达沉雄，以其个人理思从独特的视角切换历史社会和人生，我们

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这种诗人气质的生活方式。正如《西

方文论选》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作家的古老对他的价值并不是一

个准确的标准，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给的长久不断的赞赏，却是

一个颠扑不破的证据，证明人们对他们的赞赏是应该的。”




